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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洋务纲领和变法思想探讨

刘铁君 王承仁

本文认为
:

李鸿章的洋务纲领不是
“

外须和戎
,

内须 变法
” ,

而是
“
外须和戎

,

内要

自强卜 自强是李鸿章洋务活动要达到的目的
,

变法是达到 目的的手段
。

变法是对历史

上主张变革的统称
,

其内容与 目的因变法者所属阶级
、

时代和历史条件不 同而各异
,

把变法视为纲领不妥
。

李鸿章的变法是要改变清廷的某些旧法度
,

要求对科举制
、

军

制和 官制作某些变动
。

李鸿章变法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
,

也具有 消极影响
。

军制

和官制改革是使兵为将有
,

疆 臣集军政大权 于一身
,

造成封建割据势力膨胀
,

对外战

争调度失灵
。

不管是
“

外须和戎
,

内须变法
” ,

还是
“
外须和戎

,

内要 自强
” ,

都不能视为

中国近代化 的纲领
,

中国不可能在这些思想指导下有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
。

变法思想是李鸿章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
。

对于李鸿章的变法思想
,

近年来已有一些学

者进行研究
,

给予了较高评价
,

认为他所说过的
“

外须和戎
,

内须变法
”
一语为

“

洋务总纲
” ,

有的

甚至把它抬升到了
“
近代化纲领

”

的地位
。

而对于李鸿章变法主张的内容是什么
, “

内须变法
”

与

同是李鸿章说的
“
内要 自强

”

的关系如何
,

论者说法也不完全一致或较为笼统
,

有的甚至将二者

混为一谈
,

如此等等
。

对于这些问题
,

我们认为都有进一步进行研讨的必要
,

特作此文以就教学

界同仁
。

李鸿章主张变法的意向
,

萌发于 19 世纪 60 年代前期
。

1 8 6 4 年
,

他在致总理衙门奕诉等人

的信中
,

引述儒家传统的
“

穷则变
,

变则通
”

的观点
,

和 日本刻意学习西方的事实
,

认为
: “
日本以

海外区 区小国
,

尚能及时改辙
,

知所取法
,

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 而通之故
,

夫亦可皇然变计

矣 j ’ ,①此后
,

他在另一些函犊中
,

更 明确地阐述了 自己的变法观
,

但正式向清朝 中枢提 出变法

的建议
,

则是在 1 8 7 4 年所上奏的《筹议海防折 》里
。

这一建议一经提出
,

就遭到了清政府中顽固

大臣的猛烈抨击
,

也不为最高当局所采纳
。

在他以后的一些奏议中
,

虽包含有主张变法的思想
,

然不再明提
“

变法
”
二字

。

19 世纪 60 年代
,

清政府遭到了农民起义的巨大冲击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劫难
,

以及一场

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
,

朝政更为腐败
,

国力衰弱
,

岌岌可危
。

而当时的世界
,

则仍处在资本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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扫荡封建主义残云继续向前的时代
,

继 1 8 4 8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潮席卷欧洲大陆之后
,

美国

内战
,

俄国农奴制改革
,

日本的明治维新又陆续发生
。

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向纵深发展

的是工业革命先后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
.

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
,

改革的时代气息
,

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狂腌
,

通过已经撞开的国门
,

向中国扑面而来
。

这股混合着野蛮和文明
、

毒

汁和养料的潮流
,

不能不对正面临危局的中国产生复杂的影响
,

各个社会阶级
、

阶层 中思想较

为敏锐的人们
,

都从各 自不同的地位和视角思考着应变之策
,

也都从西学中掬取 自己所需要的

思想养分
,

从而提出不同的改变现状的主张和要求
。

李鸿章是清政府中思想和眼光较开阔的官僚
。

在统治集团中
,

他对西方有较多的了解
,

也

较早地感觉到中国正处于
“

三千年来一大变局
” 之中

,

而为清朝统治的命运感到优虑
,

从而发 出

了
“

今各国一变再变
,

而蒸蒸 日上
,

独 中土以守法为兢兢
,

即败亡灭绝而不悔
。

天耶
、

人耶 ! 恶得

而知其故耶
’ ,
②的呼声

。

在各国的变革中
,

近邻 日本效法西方并进行维新
,

对中国思想界冲击更

大
。

李鸿章更以赞尝和优虑交织的心情
,

关注 日本的发展动向
,

既有警惕提防之意
,

又从中获得

了启示和鞭策
。

他曾声言
, “

中国地大物博
,

果能上下一心
,

破除积习
,

力图振作
,

亦何事不可为 ?

日本变法以来
,

不过二十捻耳 王” ③

然而
,

李鸿章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地位毕竟不同于大久保利通
、

木户孝允等 日本维新人士
,

他的社会群体依托也不同于同时期外国其它阶级
、

阶层的改革思想家
。

作为清朝封建统治集团

当权派的洋务派首领和封建大官僚
,

李鸿章的变法 内容与 目的必然有 自己的选择性
,

这是考察

他的变法思想时不能不首先要注意的
。

还在李鸿章萌动变法念头之前
,

奕诉
、

曾国藩等就倡始 了洋务运动
,

并提 出了初具模式的

洋务总纲
。

李鸿章作为继起者
,

以他所具有的深切直觉
,

在老师曾国藩的诱导下
,

很快地就领悟

了洋务运动的真谛
。

1 8 6 2 年
,

他在致曾国藩的信中
,

表示要谨遵师训
, “

但求外敦和好
,

内要 自

强
。 ’

心
“

外敦和好
,

内要自强
”
准确地概括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原则

,

真正具有纲领性
,

也

为整个洋务派所接受
。

可是不久
,

李鸿章就有了变法思想的最初冲动
,

并于 1 8 6 4 年向总理衙门

提出了
“
皇然变计

”

的主张
。

李鸿章既 已认同
“

外敦和好
,

内要 自强
”
是洋务总纲

,

为什么又很快提出
“

变法
”
主张呢 ? 这

里便提 出了如何理解两者的关 系
,

和能否把
“

变法
”
看成是洋务派对 内纲领这样一个需要研讨

清楚的问题
。

我们的看法是
,

自强与变法
,

两者既有密切的联系
,

但却具有不同的内涵
,

是两个完全不同

的概念
,

前者是洋务运动所要达到的 目的
,

后者是指为达到 目的所施行的手段
,

这种思想贯穿

于李鸿章言行的始终
。

上面引用的他在 1 8 6 4年给奕诉书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
。

此后
,

他还多次

强调面临
“
三千年一大变局

” , “

中国若不稍变成法
,

徒恃笔舌
,

以与人争
,

正恐长受欺侮
。 ’ ,⑤

1 8 7 4 年
,

日军侵犯台湾之事
,

无异于在颧预的清政府背上抽了一鞭子
,

使它痛感应当
“
以大治

水军为主
” ,

遂命大臣与有关疆吏就此各抒己见
,

以作亡羊补牢之计
。

从此
,

自强运动的重点从

前期的练兵制器转向以购置铁甲舰为中心的海 防建设
。

在议海防中
,

李鸿章上了《筹议海 防

折 》 ,

他在折中向清政府献策曰
: “
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

,

舍变法与用人
,

别无下手之方
’ ,⑥ 。

在这

里
,

他虽然是就海防而言
,

实际上也是他对整个 自强运动所恃的观点
。

它 明白地揭示 了变法的

目的是为了自强
,

并且只是自强运动一种
“

下手之方
”

中的一种
。

在其它的场合
,

他也不止一次

的强调
“

能自强必先变法
”

的观点
。

直至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
,

他在致伍廷芳的信中
,

价洪认为

当前的
“

根本之计
,

尤在变法自强
。 ’。 这里

, “

变法
”

与
“

自强
”

并非并列的二件事
,

而是方法途径

与目的的关系
。

在李鸿章的思想上
,

变法主张既非游离于 自强思想之外
,

也非凌驾于 自强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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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上
,

而是对于怎样 自强 比其它洋务要人有深一层考虑提 出来的
,

是李鸿章超过洋务运动倡始

者奕诉
、

曾国藩之处
。

它从属于自强的 目标
、

指导思想和原则
。

再则
,

变法一词是一种对历 史上主张变革的普遍称谓
,

本身并不具有特殊的 目的和属性
,

把变法看成是纲领
,

于事理上也说不过去
。

大家知道
,

在中外历史上都发生过多次号称
“

变法
”

的改革
,

它们虽都冠 以
“

变法
”

二字
,

其 自上而下的方式也相似
,

然其 内容与 目的则 因变法者的

所属阶级
、

所处时代和历史条件不同而各异
。

李鸿章以商较
、

王安石等的追 随者 自许
,

但他所处

的时代
、

所面临的政治社会课题都不同于商鞍
、

王安石
,

变法的内容和要导致的后果也就不能

同日而语
。

可见
,

变法只是方式
,

事物的外壳
,

具有较普遍的性格
,

而唯独不具有事物特殊 内涵

的规定性
。

因此
,

正如我们不能将
“

变法
”
视为商轶

、

王安石及后来的康有为
、

梁启超的政治纲领

一样
,

不能将
“

变法
”
作为李鸿章洋务总纲的对内纲领

,

他们改革的不同指导思想
、

指导原则和

内容包含在相同的外壳之 中
。

而且
,

就提 出
“

外须和戎
,

内须变法
”
一文的内容看

,

李鸿章 自己也不是把变法作为 目的而

是作为手段
,

不是作为纲领而是作为途径提 出的
。 “

外须和戎
,

内须变法
”
一语 出自光绪六年十

二月二十二 日 ( 1 8 81 年 1 月 21 日 ) 李鸿章致王阁运的复信中
。

在李鸿章 的文犊中将
“

变法
”

与
“
和戎

”

这样并联
,

可以说是仅见的
。

他在这封信中写道
: “

处今时势
,

外须和戎
,

内须变法
。

若守

旧 不变
,

和一国又增一敌矣 ! ” 随之
,

他又将各 国变法而
“

蒸蒸 日上
” ,

中国株守旧法
, “
虽灭绝败

亡而不悔
” ⑧作了对 比

。

仔细分析一下这段文字
,

虽然没有写
“

自强
”

二字
,

但实际是说只有变法

才能 自强
,

只有 自强才不致
“
和一国又增一敌

” 。

所以
,

同
“
和戎

”
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

“
自强

” 。

在

李鸿章的其它著述中
,

论及
“
和戎

”
必须以

“

自强
”
为后盾

,
一

二者相辅相成
,

则是屡见不鲜的
。

李鸿

章的实践活动则更是如此
。

每当列强以武力相威胁
,

李鸿章总是以 自强不实而主和
,

以争取 自

强的时机
。

基于上述分析
,

我们认为李鸿章的洋务纲领不是
“

外须和戎
,

内须变法
” ,

而是
“

外须和戎
,

内要 自强
” ,

变法 只是他要达到 自强的途径和手段
。

李鸿章变法主张的具体 内容有哪些 ? 由于他既未作过 明确的界定
,

也未进行过系统而全面

的肿列陈述
,

所 以
,

史学界难免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
。

在洋务派要人中
,

大多数都只主张学习西

方的先进技术
,

丝毫不涉及改变旧有的制度
,

李鸿章则认为不能
“
狙于祖宗之成法

” ,

而应
“

稍变

成法
” ,

以廓清一些障碍
,

稍为拓宽一点引进西学的门径
。

另一方面
,

清政府采纳了洋务派的许

多建议
,

即使是如铁路的修筑
,

虽然群臣意见不一
,

阻力颇大
,

几经周折
,

但最终还是形成 了决

策
,

付诸实行
。

惟独李鸿章所提的变法
,

虽然是低调的
,

朝中却无人敢公然唱随
,

无怪乎深知李

鸿章的吴汝纶后来叹息地说
: “
李相之欲变法 自强

,

持之数十年
,

无人应和
,

历年奏犊可覆按

也
。 ”

⑨原因就在于变法要改动一些满清的祖制
,

必为泥古的清廷所不允
。

从李鸿章提出的变法

所遭到的这些冷遇看
,

其变法内容是要改变清廷某些旧法度
,

当是无疑义的
。

那么
,

到底需要改

变哪些旧法度呢 ? 从李鸿章传世的奏稿
、

函稿中有关
“
稍变成法

”

的内容看
,

涉及较多的是科举

制
、

兵制和官制的改革
,

可以说这些就是他变法主张的主要 内容
。

19 世纪 60 年代前期
,

当李鸿章开始意 识到必须通过
“

稍变成法
”

才能图强时
,

他首先是想

到应对科举制度稍加变动
。

当时
,

正值洋务运动初期
,

风气未开
,

懂西学的人才奇缺
,

而科举出

身的官僚士大夫仍
“

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
”

.
“

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
,

以为不必学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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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
,

以为不能学
” ,

不仅学非所用
,

而且是学习西学的一股强大阻

力
。

因此
,

1 8 6 4 年春
,

他向总理衙门建言
: “

中国欲 自强
,

则莫如学 习外国利器
;
欲学 习外国利

器
,

则莫如觅制器之器
,

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
。

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
,

则或专设一科取

士
,

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鸽
,

则业可成
,

艺可精
,

而才亦可集
。 ’ ,

。 此信虽引起奕诉等人的重

视
,

转呈朝廷
,

但增设洋务一科的建议却如泥牛入海
。

以后
,

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
,

人才匾乏的

问题更为突出
,

洋务派与顽固势力的矛盾更加尖锐
,

由是对科举制弊端的抨击和改进
,

便成了

李鸿章经常涉及的问题
。

1 8 7 4 年议海防时
,

李鸿章在奏疏中将原来的建议直接向清政府提出
,

又未能奏效
。

不过
,

关于怎样改革科举的问题
,

在很长的时间里
,

他的思想一直停 留于增设洋务

取士一科的初衷上
,

直到 90 年代后期
,

他从欧美访 问归来
,

在致友人的信中论及科举制时
,

才

进一步认识到
“

数百年积重之势
,

非偶然更置一二所能转移
,

今惟有尽罢各省提学之官
,

辍春秋

两试
,

裁并天下之书院
,

悉改为学堂
,

分门分年以功其功
,

学成即授以官
,

而暂停 他途之入仕
,

度

二十年间风气变而人才出
” 。

然而
,

这时他 已是垂暮之年
,

政治上也 已经失势
,

清政府虽经甲午

战败
,

仍无半点改弦易辙之意
,

李鸿章也 自知废科举改学堂的设想无 由实现
, “

但亦不过托之宣

言耳
。

,,O

两次鸦片战争及与太平军的交战中
,

彻底暴露了八旗
、

绿营的腐败
,

证明了他们
“

断不足以

制洋人
,

并不足以灭土寇
。 ’ , 。于是

,

曾国藩乃另辟蹊径
,

创立湘军
,

勇营制度 由此产生
。

李鸿章

对八旗兵的问题不敢过多评论
,

而对绿营兵制的批评则不遗余力
,

几视为无一是处
。

他根据镇

压农民起义的事实
,

将绿营和湘
、

淮军作了一个对 比说
; “

军兴凡二十年
,

其初调兵多而募勇少
,

而贼势 日猖撅
,

后去兵用勇
,

规制一新
,

粤匪
、

捻匪次第削平
,

功效大著
。

盖由绿营习气太深
,

分

布太散
,

兵丁大半骄惰
,

将弃又不一心
。

勇则募自田野
,

多扑拙 习苦之人
,

统领营哨各官
,

自行挑

选
,

一气呼应
,

易于效命
。 ’

心农民起义虽 已平定
,

而西方列强的侵略却在不断深入
,

他深虑
“

外

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
,

内则押处于荤款之下
,

外则布满江海之间
,

实能恃我短长
,

无 以扼其气
,

盯衡当时兵将
,

靖内患或有余
,

御外侮则不足
,

若不及早 自强
,

变易兵制
,

讲求军实
,

仍循数百年

相沿旧规
,

膺火积薪
,

可危实甚
” 。

他视
“
兵制关立国之根基

,

驭夷之枢纽
” ,

主张
“
必须尽裁疲弱

,

废弃 弓箭
,

革去分 巩
,

化散为零
,

选用能将
,

勤操苦练
,

然后绿营可恃
。

海口 各艇船
、

师船
,

概行屏

逐
,

仿立外国船厂
,

讲求西人机器
,

先制夹板火轮
,

次及 巨炮兵船
,

然后水陆可恃
。 ’ , 。
这里

,

他虽

然高度重视海军的建立
,

但仍认为
“

中土陆多于水
,

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
。

若陆军训练得力
,

敌

兵登岸后 尚可崖战
;
枪炮布置得法

,

敌船进 口 时尚可拒守
。 ’ ,

L故他认为改革绿营仍不失其重要
」

隆
。

李鸿章对清政府的官制和官场现状也颇为不满
。

他深知
“

吏治洋务
,

均 以得人为要
” ,

在奏

折中
,

他对于顽 固守旧 的官僚士大夫常以严词贬斥
。

至于清政府 中普遍存在的人浮于事
,

事权

分散
,

官吏委蛇拱让及各种腐败积习
,

他也公开的
、

更多是私下的进行过许多非议
,

对如何改进

并有所建言
。

谈到官僚制度
,

他认为
“

法积久而弊生
,

改法更张原非得 已
。

唐六典之制 自以同官
,

而中叶以后
,

事权半归诸吏
,

至北宋遂悉变为一差遣
.

而实官权成虚名
,

积渐变迁
,

今古不异
。

论

者至谓设官专作弊
。 ’

琳以后
,

他看过驻 日公使黎庶昌寄给的 日本新拟官名录
,

在复黎的信中
,

赞赏日本
“
全用泰西

,

大抵有一官力一事
.

大官少
.

小官 多
,

最为得法
” ,

并且又回顾中国官制的

历史沿革
,

说明官制与王朝盛衰的关系说
: “

一部廿四史
,

自汉书百官公卿表后
,

更不复见此等

官制
。

故西汉最富强
,

而治独近古也
。

自此以降
,

日益冗烦
,

至于今 日
,

高资华选
,

大半养望待迁

之官
,

… … 事何由治 ?
”

并据此断言
“

变法度必先易官制
’

咐
,

将改革官制摆到 了变法的首要地

位
。

这些都足以说明
,

李鸿章具有一定程度要求变革某些旧制以使国家富强的愿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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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如何评价李鸿章变法思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呢 ?我们认为 1 9世纪后半期
,

当清朝统

治集团仍然沉迷于苟且
,

毫无弃旧 图新之意
,

即使是洋务派
,

大多也仅满足于引进一些西方科

学技术而不敢越雷池一步
,

对旧制度不敢有丝毫触及之时
,

李鸿章却敢于涉足这个禁区
,

不仅

在私下议论
,

还能将其变法主张见诸于奏章
,

要求清政府不要
“
扭于成法

” ,

希望对某些旧制度

进行变通
、

改革
,

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对顽固守旧思想进行了挑战
,

也在一定范围内为 日后 的

变革作了一层薄薄的舆论铺垫
,

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
。

这是评价李鸿章变法思想必须要看到的

客观事实
,

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
。

然而
,

在分析和评价李鸿章变法 思想时
,

人们更不能忽视他在提 出变法主张的同时
,

即在

镇压农民起义后极力恢复被农民打乱了的清朝统治秩序
,

全面恢复封建政治
、

经济和文化思想

的事实
,

而且一直以维护和稳固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为己任
。

这就足以说明他的所谓变法
,

是在

全面承认封建统治秩序的基础了
,

对其中某些已完全不能适应统治需要的部分作些改变
,

以便

更好地为现存统治秩序服务
。

李鸿章提出变革科举制是在 60 年代前期
,

可是就在这时
,

他在江苏镇压了太平天国后
,

便

在那里一一恢复了旧的书院和乡试
,

并以自己能参加和主持这种考试而兴奋不 已
。

甲午战争前

他所提出的变革科举制
,

基本上是停留在另开洋务进取一格的框架上
,

即在承认原有科举制度

的基础上
,

增开洋务自强需要的一科
。

甲午战争后
,

他发表过废除科举制的议论
,

但并没有直接

向朝廷提出
,

而这时的中国
,

要求废除科举制 已成为时代潮流
,

李鸿章只是这股潮流的低音者
,

并且在 20 世纪初签订辛丑条约时
,

他还表现出对旧科考念念不舍之情
。

可见
,

李鸿章主张变革

科举的思想
,

虽然有促进中国向西方学 习和为获得新知识者争得合法地位的意义
,

但不能估量

过高
,

它在总体上并没有超越封建统治秩序所允许的范围
。

李鸿章强调兵制事关
“
立国之根基

” ,

必须进行改革
,

但仍属封建统治所能容许的范围
。

他

否定绿营兵制
,

却并不打算仿效西方 资本主义军事制度
,

建立一支全新的军队
,

而是试图以淮

军及湘淮勇营制来取代和改造绿营
。

他在指陈绿营兵制的弊端时
,

总不忘记 以湘淮军作对 比

物
,

对湘淮营制全盘肯定
,

备加赞许
,

特别强调其 中的两条优越性
:

其一
,

湘淮军在建军之初
“

皆

先选统将
,

而后募营
。

其营哨皆由将自择
” ,

故便于指挥
, “
呼应较灵

” ;
其二

,

在思想上
“
以忠义相

维
” ,

因而众将士
“
蹈死亡而不悔

,

临艰险而不避
” 。

正因为如此
,

才
“

虽经汰裁
,

优称劲旅
,

历时虽

久
,

士气不衰
’ ,

气
“

若以此 军隶别部
,

兵与将不 习
,

上与下相猜
,

必不能 用人 之死 力
。

从前和

( 春 )
、

张 ( 国棵 )大营办法
,

卒至颠覆
” 。 之必这种对湘淮勇营制度的价值取向表 明

,

李鸿章所肯定

的是湘淮军队的封建性和私属性
。

当然
,

李鸿章非常重视以西方先进武器装备淮军
,

和采取西

方练兵之法
,

这样便构成为他理想建军模式
:

湘淮勇营制度加上西方的火器
、

操法和战术
。

李鸿章将变易官制列为变法的首要任务
,

但他并没有提出具有新质要素的新官制来替代

它
。

如前所述
,

一般地说
,

李鸿章赞赏西汉和近世 日本的官制
,

属意于减少冗员
,

集中事权
,

提高

行政效率
。

这没有越出传统的治平之道的范围
,

只有稗于改善现存统治状况
。

在改革官制的具

体间题上
,

他最为坚持的观点是
“
近世非疆吏不能治办军事

” 。
,

换言之
,

即军事统帅须兼疆篆
。

湘淮勇营不是国家经制之师
,

从创立起
,

就实行军需 自筹制
,

曾国藩
、

李鸿章率部出战
,

所到之

处
,

军需军响等事都仰仗于疆吏
,

客寄孤悬
,

颇多掣约
,

难以发展
。

为此
,

曾国藩叫苦不迭
,

向清

政府陈说
: “

察今日局势
,

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
,

决不能治军
,

纵能治军
,

决不能筹晌
’ ,。 ,
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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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政府给予他地方行政管理权
。

1 8 6 0 年
,

曾国藩被任命两江总督
,

他的企望得到了满足
,

成为

拥有军政大权的地方实力派
。

李鸿章也深知取得地方行政权是淮军和勇营制得以生存发展的

基础
。

1 8 7 4年
,

他在议海防的奏折中提出
: “
从前办粤捻各贼

,

何尝不屡简统帅
,

臣办 曾备位其

间
,

深知甘苦
。

响权疆政非其所操
,

不过徒拥空名
,

而各省督抚仍不能不问兵事
。

移域分则情形

易隔
,
号令岐则将士难从

。

是欲一事权而反紊也
。 ” 。 李鸿章的这条意见

,

是对 自镇压太平天国

时起以湘淮将领为主的地方实力派形成和发展事实的肯定
。

在清代的官制中
,

李鸿章最反对的是言官制度
。

他一再对人说
, “

言官制度
,

最足坏事
, ”
认

为他们
“

信口开河
,

畅发一篇议论
,

藉此以出露头角
,

而国家大事已 为之阻挠不少
” , “

势必至于

一事不办而后 已
” 。

他断言这些言官如放外任
,

负实在事责
,

将
“
一言不敢妄发

,

追升至封疆
,

则

痛恨言官
,

更甚于人
。 ’ ,。
言官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

,

其利弊姑置不论
。

李鸿章之所以痛恨

言官制度
,

在于它是掌握实权的大臣疆吏的牵制力量
,

更在于晚清言官多为顽固派
,

他们把持

清议
,

对洋务运动多持反对态度
,

对其对外妥协政策常发揭露批判言论
,

因而
,

李鸿章便成为他

们集矢攻击的主要对象
。

对此
,

他曾深有感慨地说
: “

自夷氛不靖以来
,

大半误于台谏之簧鼓
。

兹

甫就绪
,

尚腾众 口
,

令人惴 傈太息尔 ! ’ ,
。 言官制度必须废除

,

已意在言中
。

上述李鸿章主张的军政制度改革的实质和后果
,

归纳起来主要是三点
:

首先
,

这些军政制

度的改革
,

仍是属于封建政治范围内的改革
,

没有丝毫触动封建统 治
,

而它们的实现对于提高

封建政府
、

特别是疆 臣的行政效力和军队战斗力有一定作用
,

加强了统治者对国内人 民的统治

和镇压
,

对此
,

张之洞早 已指出
: “

自发捻削平以来
,

各省遂无大乱
;
其实陇遂边隅

,

乱萌时有
。

即

如近年热河教匪
,

甘肃回匪
,

亦甚披猖
,

或兵甫集而众降
,

或 锋一交而乱溃
。

实由同治初年洋枪

洋炮流入中华
,

渐推渐广
,

官兵所用
,

无论精粗
,

总系洋械
,

火器精利
,

声威震惊
,

乱民无抗拒之

资
,

宵小饵孽芽之渐
” 。 ④
但它却不能达到 自强御侮的 目的

,

这不论是从晚清朝廷和李鸿章所推

行的对外妥协外交
,

还是从对外战争中湘
、

淮军及其它新练军队的表现看
,

都足证此说之不谬
。

其次
,

实行兵为将有
,

疆臣集地方军政大权于 一 身
,

标志中央集权制开始削弱
,

其发展结局

必然是封建割据势力膨胀
。

由于利害关系的不同
,

必然导致中央与地方
、

地方与地方之间矛盾

的加剧
,

形成对外战争中地方不听中央调遣
、

地方互不支援的现象
。

这种情况在中法战争和中

日甲午战争中已有反映
,

八国联军之役则反映更为突出
。

更 由于各个不同集团为了保存和扩大

自己的实力
,

必然要寻求自己的依靠
,

而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和扩大 自己在华的权益
,

也必

须要培植 自己的代理人和工具
。

民国初年在中国出现的列强操纵下各派军阀混战局面
,

此为重

要祸根之一
。

这种局势的出现也许并不合李鸿章的初衷
,

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出现兵为将

有
,

疆臣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
,

其结局必然要导致军阀混战局面的出现
,

这是不以人们意志

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辩证法
。

人们在分析李鸿章军政变法思想的作用和地位时
,

不能回避中国

近代历史的这一重要 内容而奢谈什么军队近代化的进步意义
。

第三
,

李鸿章提出变法之时
,

正是维新变法思潮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涌起并得到迅速发展之

日
。

当李鸿章在承认科举制前提
’

F要求增开洋务进取一科
,

和他为了增强清朝统治的实力而要

求对旧的军政制度作点滴变通时
,

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已提 出了初步变革封建经济制度
、

政治

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的要求
。

甲午战争后
,

当李鸿章还只停 留在私下议论废科举
,

政治
、

军事改

革主张毫无进展时
,

在中国大地上已出现了带有一定群众性的用资本主义政治
、

经济
、

军事
、

文

化来改造清朝封建统治的戊戌变法运动
。

因此
,

19 世纪后半期
,

无论是从中国近代思想潮流演

变
、

发展
,

抑或是从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方向和道路看
,

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是前期薛福成
、

郑观

应等和后期的康有为
、

梁启超
、

谭嗣同
、

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
,

而不是李鸿章为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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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务派
。

不管人们认为李鸿章提出的洋务纲领是
“

外须和戎
,

内须变法
” ,

还是
“

外须和戎
,

内要

自强
” ,

都不可能是中国近代化的纲领
,

中国在这样的纲领下不可能有独立的近代化发展
。

总之
,

我们认为尽管李鸿章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
,

但他的本质属性在他一生的活动中

却体现得非常鲜明
。

人们对他的变法思想给予一定的历史评价
,

是必要和正确的
,

但如果在分

析和评价时
,

仅展示它在客观上具有某些进步作用的一面
,

而忽视它存在的也是更主要的消极

的一面
,

则不可能对其变法的性质和作用作出全面而正确的评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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